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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清上海方志对太平天国运动的书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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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  要：在当代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，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运动，但在清政府的

官方政治话语体系中，对太平军多以“粤匪”“发匪”“逆匪”相称，晚清官方极少对太平天国运动予以褒扬。方

志具有官方属性，受官方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，其对太平天国运动的书写整体呈现为“叛乱书写”。“叛乱书写”

是对晚清上海方志中太平天国运动负面书写的模式化概括，并非对太平天国运动本身的定性。晚清上海方志将太平

天国称为“叛乱”并非历史真相，而是清政府官方政治话语渗透的结果，充满立场偏见。拆解这种叙事偏见，有助

于区分史料立场与客观事实，为辩证研究农民战争史提供参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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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在清末方志重修浪潮中，上海地区的方志普遍得到修

纂，大多成书于同治、光绪年间。此时清政府刚镇压太平

天国运动不久，方志中对太平天国运动多采用“叛乱书写”，

这一基于清政府片面立场的历史书写模式成为清末上海方

志书写太平天国运动的主流，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三方面。

一、记录清军镇压太平军的过程

晚清方志对军事行动的记载多集中于《武备》或《兵事》

门类。受太平天国运动波及的上海地区，其方志中均有关

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记录。这些记载从平叛者立场出发，

将太平军称为“贼”“匪”，对太平天国运动采取“叛乱”

书写模式。

光绪《松江府续志》在凡例中提及“兵燹以來，官绅、

兵民、妇女之殉難者，大节炳炳。兹皆详叙于兵事之中，

以符前例”[1]24，在《武备志》中，对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

动的将领福珠隆阿进行记载：

咸丰三年癸丑。春正月，江南提督福珠隆阿帅松江诸

营兵至江宁，与钦差大臣、两江总督陆建瀛同御粤贼。未

几，建瀛兵溃于湖北之广济，贼遂循江而下。二月初十日，

攻陷江宁，福珠隆阿死之。[1]

此处既说明了福珠隆阿参战的缘由，又以“粤贼”称

呼太平军，体现出编纂者将太平天国运动定性为“匪乱”

的立场；随后，编纂者又在后续内容中对洪秀全作了简略

且带有贬抑色彩的介绍：“贼首洪秀全，广东花县人。以

邪说倡乱于广西之桂平”[1]，进一步明确太平天国运动的“叛

乱”性质。同治《上海县志》对太平天国运动“叛乱书写”

也较为具体，详载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行为 [1]，该内容除记

载上海本地军事行动外，还记载了当时江浙地区清军与太

平军的战况，文中以“贼”指代太平军，称其行动为“窜”“犯”，

将太平军视为叛乱；同时对对立面清军将领向荣、张国樑，

突出二人积劳病故、阵亡后为清廷殉节的形象，这一书写

策略在记载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同时，也建构了太平天国

运动的“叛乱”形象。

娄县受太平天国运动带来的战乱较为严重，因而光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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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娄县续志》称“兹编历叙用兵始末，其殉节官绅、民人、

妇女，均徧采而备载焉，庶忠义之忱，不至冺没云尔”[3]，

由于前志“有《军政》，而兵事无多”[3]，而道咸以来“岛

夷会匪迭起，同治初粤匪再陷城邑”[3]，之间战争攻守及民

间殉难者过多，“不可遗也”，故特设《兵事志》加以记录。

晚清上海方志站在清政府立场，将太平天国运动定位

为需镇压的“叛乱”，记录清军镇压过程，构成其“叛乱

书写”的重要部分。

二、褒扬抵抗太平天国运动的人物

同治、光绪年间的上海方志收录的模范人物多与太平

天国运动相关，以“抵抗”太平天国运动的官绅为主，也

有部分女性和外地名臣。通过表彰这类人物，将太平天国

运动作“叛乱书写”，既体现方志对忠孝品质的追求，也

发挥其教化功能。

（一）《人物志》中对抵抗太平军，死于战乱的忠节

者的褒扬

清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，上海官员、士绅参与抵抗

太平军，不少人殉难，相关事迹被记入上海方志中的人物

传记。

如光绪《松江府续志》中的《古今人传》。《古今人传》

是《松江府续志》的人物传记集合，沿袭前例而成。在第

二十四卷卷首，编纂者指出《古今人传》的人物收录范围：

“同治以来，大吏采访忠义孝弟，择其尤著者并见于篇。

至前志目录未备，今特列于卷端。又以未立限断，所采已

及修志之年，今亦姑宽其例，以俟后之君子论定焉”[1]，其

中提到，大吏走访忠义孝悌人物后，选择代表性人物入传。

《古今人传》记载标准明确，使人物传记具备表扬忠节楷

模的功能，在褒扬忠节人物上价值很高，比如该书收录了

两位上海地方官绅。

胡履吉，原名家锟，字理生，青浦人。……后值粤匪之乱，

佐知县廖秩玮募勇防剿，名曰“青军”，力任艰巨，以劳卒。[1]

杨楚珩，金山人。官把总。粤匪之乱，率兵驻紫金山下。

咸丰六年五月，贼犯紫金山，楚珩固守数日，贼麇至，麾

兵迎击，毙贼甚众。相持既久，火药铅丸皆尽，贼遂攻垒入，

楚珩持短刀力战，死。[1]

胡履吉、杨楚珩均为上海籍抗太平军殉难者，胡履吉

在青浦御敌，杨楚珩在南京镇压太平天国运动，二人皆因

符合“忠义”标准被《松江府续志》收录入传。

晚清上海地区其他的县志则是广泛地在各自的人物志

中收录在抵抗太平天国运动时殒命的忠节人物。如同治《上

海县志》记载曹承恩：

曹承恩……粤逆犯境，知县刘郇膏委统民团。咸丰

十一年五月，奉檄至野鸡墩堵御。承恩年已五十八，乘马

执大刀，奋勇无前，力竭遇害，从死者十一人。郇膏为文

祭之……从子烈忠，襄办团练，明年正月亦殉难于塘桥，

郇膏以一门忠义详请旌恤，并祀总祠。[2]

此后进一步记载了曹承恩殉难后，其子继续参与太平

军抵抗行动并最终殉难的史实。从清廷的立场来看，曹承

恩的行为符合忠义规范，因此获准入祀忠义祠；后续记载

的沈霖兄弟亦因在抵抗行动中殉难，最终得以“旌恤，祀

总祠”[2]。光绪《青浦县志》同样以《人物志》记载一批在

抵抗太平军行动中殒命的士绅，如在《松江府续志》亦被

载录的胡履吉 [4]。《娄县续志》在 16 卷《人物志一》中指出：“其

足以耀峯屛而涵泖镜者，殆书不胜书，用为搜辑，列如左”[3]，

认为可作模范之人，书之不尽，并在后文载录胡履吉的事迹：

“粤匪之乱，练勇守御，以积劳卒，年六十”[3]。《娄县续

志》称所记均为模范人物，胡履吉抗击太平军后忧劳而死，

因事迹符合忠义准则被收录进《人物志》，既记载他抵抗

太平军身亡，也将他作为表扬对象。除官绅外，战乱中殒

命的女性也是方志对太平天国运动做“叛乱书写”的重要

材料，比如光绪《松江府续志》就有所体现。

王锦元妻方氏……粤匪踞邑城，锦元被杀，氏痛不能救，

与子大宝绝粒以殉。[1]

监生郑文浚妻陈氏……粤匪踞邑抄掠，氏痛骂投水死。[1]

陆锦云妻吴氏。粤匪扰乡，锦云被击晕绝。氏闻夫已死，

即大哭投水自尽。[1]

钱文姑……粤寇逼，投河死。玉英者，文姑族孙女，

素相契，亦投河以死。[1]

上述四人是在光绪《松江府续志》中明确记载的死于

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战乱的女性，均收录于第三十五卷。此

卷分上下，专载殁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战乱的女性：“自

粤匪之乱，妇女殉烈甚众，汇请旌表随时奉旨允准，视昔

几数倍矣。今以“给额”统于“旌表”，余仍前志”[1]。在

《松江府续志》列女传共 8 卷，专设一卷记载太平天国战

乱死亡女性，收录标准为“义烈”。上述四位殉难女性传

记略去生平，以抵抗太平军殒命为核心。该志将战乱殒命

女性收入“义烈”篇目，推崇直接抵抗者。这些女性因此

成为宣扬“义烈”的材料，与抵抗太平军身亡的士绅一同

构成方志“叛乱书写”的重要部分，用于表彰抵抗行为。

这一现象也存在于晚清上海地区其他县志之中，如光绪《南

汇县志》收录诸生盛国仁妻阮氏“咸丰辛酉冬，粤匪入境，

与媳林氏投水死，年五十一”[5] 等。太平军被晚清上海方志

编纂者污名化为“匪”“寇”，仅作殉难人士背景，成为“叛

乱书写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（二）《名宦传》中对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官员的

标榜

太平军进攻上海时，上海官员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成为

他们功绩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其中一些治绩昭著者，成为《名

宦传》书写的对象。光绪《松江府志》在《名宦传》开始

便指出：“前志名宦止于‘周有声’，而嘉庆以来治绩昭

著者或未列传，盖限于生存也。今续传断以嘉庆初元在任

为始，其乾隆以前名宦未见于前志者别为补遗”[1]，前志《名

宦传》记载截止周有声，需要补录此后政绩突出的官员，

因此入选《名宦传》的官员都因治绩突出受编纂者推崇，

其中部分官员的政绩包含镇压太平天国运动。如《松江府志》

记载名宦刘郇膏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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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郇膏，号松岩，太康人。道光二十七年进士。咸丰三年，

署娄县知县……八年，调上海。十年，粤匪犯境，郇膏练

民团堵御，设局各乡，每战辄集数千人，皆乐为之死，屡

获胜仗。时巡抚以下皆驻上海，郇膏最能，军民恃以为固……

以忧归，卒。赠右都御史，建专祠。[1]

前文论述抵抗太平军的官绅曹承恩时提及刘郇膏，他

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贡献较大，从《名宦传》中的刘郇

膏传记来看，刘郇膏因镇压太平军得力是入选《名宦传》

的重要原因。与之相似，苏松太兵备道吴煦的传记里，镇

压太平军也是其治绩的重要组成部分。[1]

晚清上海方志还记载一批虽非上海任职、亦非上海籍，

但管辖范围涉及松江府且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官员。

这一点在光绪《松江府续志》中较为明显，如记载林则徐 [1]586、

曾国藩 [1]，二者均因治绩突出被载入《名宦传》，而镇压太

平军的事迹，正是其治绩叙述中的重要内容。

三、突出太平天国运动的破坏

晚清上海方志编纂者将太平天国运动定性为“叛乱”，

称太平军为“粤匪”“粤寇”，记述其对上海的影响时着

重强调破坏性，还普遍邀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将领作序，

比如沈葆桢就曾为多部上海方志作序，在序中强调太平天

国运动的破坏性。他在光绪《娄县续志》序言中认为：“粤

匪事起，娄被蹂躏，其时抗贼而死者，虽妇人孺子，咸致

命遂志，相戒以草间偷活为耻”[3] 镇压捻军起义出身的吴元

炳在光绪《松江府续志》序言中认为咸丰年间，太平军进

攻南部地区地区，使得昔日繁华付之一炬，是“为东南未

有之大劫”[1]。

在方志具体的记载中，更加突出太平军造成的破坏。

如光绪《松江府续志》引用曾国藩、李鸿章疏略，称“自

粤逆窜陷，焚掠之惨，远接宋建炎四年金兀术故事，盖

七百有三十年无此大劫”[1]，认为太平天国运动引发的战乱

破坏程度与当初宋金战争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晚清上海

方志大多将官署、学宫的破坏归结于太平军，如《松江府

续志》记载“十一年冬，粤匪陷邑城，学宫毁”[1]。将战乱

破坏完全归因于太平天国运动，把它说成无恶不作、只会

破坏的匪寇，这种书写是晚清上海方志中对太平天国运动

“叛乱书写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结语：

晚清上海方志通过记录清军镇压太平军的过程、褒扬

抵抗太平天国运动的人物、突出太平天国运动的破坏这三

种方式，辅以“匪”“寇”“贼”等污名化字眼，将太平

天国运动塑造为一场叛乱，完成了对太平天国运动的“叛

乱书写”。 

晚清上海方志的这种“叛乱书写”，本质上是封建王

朝胜利者对历史的重构。拆解这类地方史料的叙事偏见，

能够帮助我们区分史料的记载立场与客观历史事实，既正

视太平天国运动战争带来的社会动荡，也客观承认这场农

民起义推动近代社会变革的历史作用，为辩证利用晚清地

方文献研究农民战争史提供参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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